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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国画报上的战争叙事与国家神话

———以中日军事冲突的图像表征为例

徐 沛 周 丹

内容提要 表征是通过符号系统产生意义。通过分析清末民国时期 《点石斋画报》和
《良友》 (也涉及同一时期部分日本报刊的相关内容) 对中日军事冲突的图像表征，探
讨了近代中国画报图像文本的战争叙事、对民族国家神话的展示等问题，发现 《点石
斋画报》与《良友》对于中日军事冲突的表征存在显著差异: 前者倾向于采用夸张、
甚至失实的方式描绘、叙述军事冲突，使之成为读者谈论、消费的对象; 而后者则试
图通过展示民族神话的方式感召读者，在报道战争的同时，在建构民族共同体的想象

互动中影响读者。

关键词 表征 战争叙事 消费 民族国家 神话

画报曾在清末民国时期风行一时，但是相较于同期的文字媒体而言较少受到学

界关注。相关研究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才逐渐形成规模，产生较大影响。其中，
最常见的是采用传统新闻史的范式收集、整理、考证各种画报，梳理各种画报的办
刊历程、沿革、种类等。这其中以阿英、彭永祥、韩丛耀等人的研究为代表。［1］另一
类画报研究主要从历史学领域进入，代表包括王尔敏、康无为 ( Kahn Harold) 、瓦格
纳 ( Ｒudolf G. Wagner) 、叶晓青 ( Ye Xiaoqing) 等。［2］这些研究主要关注画报的内
容，试图通过对画报图像的分析来了解清末城市生活、大众文化等方面的历史脉络
与社会形态。进入 21 世纪以后，李欧梵、陈平原、吴果中等人逐步引入新的视角与
范式，将画报纳入中国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关照近代画报及
其内容。［3］近年来也开始有学者注意到人文研究中 “文化转向”对于画报图像研究
的影响，强调在画报研究中关注图像符号的意指实践，并且逐渐有一些成果陆续

发表。［4］

多数画报研究没有对特定内容的画报图像展开专门研究。对于近代画报中的战
争图像虽已有整理、出版，但研究还乏善可陈。［5］

然而，军事冲突是贯穿中国近代史的主题。从清末到民国，中国与日本多次发



清末民国画报上的战争叙事与国家神话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6 年第 10 期 89

生军事冲突甚至爆发战争，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方向性的影响。［6］激烈的军事冲突在大
众媒体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其中画报对战事进行了大量的图像报道。这些图像由
于牵涉国家、民族间的激烈冲突，对其内容和形式的考察有助于了解画报作为大众
传媒在清末民国这个中国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发挥的作用。而
《点石斋画报》和 《良友》画报分别是清末和民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两份画报。它
们分别使用较大篇幅报道了当时的中日冲突，形成一定影响，是本文研究的主要材
料。［7］同时，两种画报均为立足于上海的市场化大众媒体。考察二者在不同时代背景
下对相似题材的图像表征，将有助于了解清末民国时期画报影响读者的作用机制，

有利于梳理近代中国视觉文化的流变，有助于理解近代大众传媒与中国社会现代转
型之间的互动关系。虽然两种画报出版发行的时代不同，报道的内容也各有侧重，
但是从视觉文化角度来看，图像对于军事冲突的再现方式从清末到民国时期却可能
包涵一种前后相继的演化过程。对于这一过程的考察、辨析，有可能从图像符号意
指作用的层面了解晚清、民国时期媒介与受众 ( 读者) 关系的演进。
因此，本研究将 “表征”概念置于画报图像研究的核心位置，从画报图像如何

再现中日军事冲突的角度切入，侧重考察近代画报图像形式的变化脉络，关注画报
图像再现战争的方式是否与画报的类型有关，并且在此基础上从大众媒介不同社会
定位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本文采用图像文本案例研究与内容分
析二种方法，试图点面结合地分析两种主要画报对于中日军事冲突的图像表征。

一、清末画报中以消费为目标的战争图像

叙事指对特定事件的叙述。［8］本文中的叙事特指画报上用图像 ( 通常要搭配文
字) 来对军事冲突展开的叙述 ( 报道) 。
( 一) 画面内容与史实的出入

《点石斋画报》对于甲午战争的报道篇幅可观，既有对大同江、牙山、平壤等地
军事冲突、大小战役的正面描绘，也涉及后勤保障、抓捕间谍、兵民关系等侧面内
容的再现。相关图画主要集中刊登在 1894 年出版的礼、乐、射三卷中。

1894 年盛夏在牙山附近的冲突是甲午战争期间中日间的第一场陆战。虽然规模
不大，但是日军的胜利使得 “日本完全切断了中国到达朝鲜西海岸的航道，日军便
可以专力北顾，为后来发动平壤战役解除了后顾之忧”。［9］更重要的是让日本 “全国
城乡到处飘扬的太阳旗和庆祝帝国胜利的沸腾的欢呼声所淹没……”［10］日军士气大
振，为后来的战局奠定了基调。图 1 是 《点石斋画报》乐卷上刊登的关于牙山战役
的图画。它是对战斗宏大场面的全景再现。从人物的服装样式、军旗上的名号等诸
多细节上可以辨认出画面中交战双方: 清朝将领叶曙卿 ( 叶志超) 、聂功亭 ( 聂士
成) 帅旗位于画面左下角，远处清军骑兵以及近处的步兵、火器营无不斗志高昂、
奋勇杀敌。反观日军则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战况似乎正如画中文字所言: “鏖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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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我军大获胜仗，斩获倭首二千余级，刃伤倭兵不计其数。”［11］实际上，这场战役
中，包括牙山、成欢驿、安成渡等处日军总共战死仅 31 人。［12］如果将同时期在日本
出版的画报刊登的同一事件的图画与图 1 并列，会发现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叙事。

图 1 牙山大胜［13］ 图 2 牙山的激战［14］

图 2 来自 1894 年在日本出版的 《日清战争画报》。画报中恰好也有关于中日在
牙山冲突的描绘与报道，标题为 《牙山的激战》。画面的格局跟 《点石斋画报》相
似，只不过对交战双方的位置进行了对调: 日军这次位于画面左下方，清军则在画

面右上角。骑在马上的日军将领身先士卒，带领大队人马向右侧立于城头的清军发
起冲锋。画面中两军之间云遮雾绕、杀气腾腾却没有交兵。很难从画面上判断胜负。
但是图中上方矩形文字框中写道: “大岛旅团的士兵英勇奋战，将牙山的清军驻兵打
得溃不成军。”［15］

回顾史实，不难发现 《点石斋画报》上所有直接描绘甲午战争陆海战场景的全
部图像均在一定程度上有违史实，有些甚至彻底颠倒胜负。［16］画家以及画报对于自
己所绘内容的真实性是否知情已无从查考。但是从 《点石斋画报》对甲午战争长期
持续报道的内容与手法来看，媒体并没有直接派驻前线的记者。画家只能在前线传
来的只言片语的基础上发挥想象，创造出一连串清军大胜的画面。［17］因此，《点石斋
画报》的甲午战争图像可能对于追求史实确凿的史学研究而言价值有限，但是对于
关注图像如何再现战争的研究视角而言却具有独特的价值: 画报上几乎所有有悖史

实的图像都采用一种全景式的方式正面描绘战争。在这种想象性的全景画面中，画
家有可能超越敌我双方的火力与武力，在兵戎相见、你死我活的血腥场景中从容获
得观看位置，对双方的伤亡展开戏剧性描绘。
( 二) 对伤亡的戏剧性描绘

战争总是伴随着死亡，而死亡往往包含新闻性而受到关注。但是现代媒体的相
关图像对于死亡的再现却一直遵循相对谨慎、保守的传统。从罗杰·芬顿 ( Ｒo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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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nton) 用刚刚出现的摄影术拍摄克里米亚战争开始，战争图像就刻意避免拍摄残
酷的战场画面，特别避免直接将尸体作为拍摄对象。［18］而这种回避死亡的做法逐渐
被大众媒体广泛采用，成为媒体战争图像被广泛采纳的媒介伦理。人们普遍认为战
争带来的血腥画面不但无助于当局获得战争的正义性，还很有可能对前线士气和后

方舆论产生负面影响。因此，交战双方的新闻媒体对于现代战争带来的死亡的图像
再现往往非常谨慎，甚至成为一种禁忌。
中日双方在甲午战争中均伤亡惨重，晚清画报对之进行了大量正面描绘。［19］图 1

和图 3 即再现了甲午战争中两种主要的死亡原因: 交战与疾病。正如上文所述，对
战场的正面全景式描绘是 《点石斋画报》战争图像的显著特征。像图 1 中这样戏剧
性的描绘敌我双方在战场上你死我活的肉搏血战图像在 《点石斋画报》中比较常见。
当时的画报不但没有回避死亡，还正面描绘之: 图 1 在近景中生动地呈现出日军士
兵被清军士兵砍杀的瞬间，而图 3 中日军士兵或病死或剖腹，无不正面展示在画面
当中。画师虽然不能在战场上观看，却采用全知全能的视角还原了战场杀戮的场景。
这种看似写实，实际上只是没有事实基础的浪漫想象。
除了直接描绘战争场景的图画以外，另一类甲午战争图像则主要再现与战争有

关的侧面内容。图 3 是这类图像的代表: 并不直接描绘战斗场面，而是针对战场以
外的不同战争侧面。该图题为 《倭兵无状》，在一个画面中分别描绘了三件事: 日军
霸占租界内的水井、寻衅英国领事夫妇以及剖腹自尽。这三件事发生在不同时空，
画师将它们艺术化地安排在同一画面中试图说明日军不仅士气低落，还无法无天，

是危害一方的祸水。此图在形式上的有趣之处在于它突破了单幅静态图像通常只描
绘一个瞬间的局限，通过将不同时空发生的具有类似所指的事情同时呈现在画面中，

从而强化了日军士兵 “无状”的具体内容和严重程度。类似的时空表征模式在美术
史上早有先例。［20］

图 3 倭兵无状［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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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而言，这种想象性的、浪漫的、戏剧化再现死亡的做法从一个侧面说明
读者与画面内容之间从空间到心理距离的遥远。画报读者对胜负的了解并不直接影
响战局，而画报能否提供有料的谈资却会影响画报的发行量。提供故事自然比呈现
事实更有市场。既然朝廷在与外国的冲突中的胜负并不会让市民读者从切身利益的
角度去考虑利害关系，而只是从消遣、娱乐的角度去消费故事，那么，市场化导向
的 《点石斋画报》不关心其战争图像真实性的做法就并不奇怪了。
虽然内容不同，但是分别代表两类甲午战争图像的图 1 和图 3 存在一些共同之

处: 它们将战争想象为遥远时空中事不关己却令人好奇、供人品评的谈资，而不
是与自己利益攸关、有切肤之痛的惨烈冲突。从这些战争图像的描绘中既看不出
甲午战争的惨败直接导致中国失去对朝鲜半岛的实际控制，也看不出中日两国在
19 世纪中期同为受害者，经过几十年卧薪尝胆、发奋图强 ( 晚清的洋务运动和日
本的明治维新) 以后已经逐渐清晰的角色变换: 日本经此一战，很大程度上一改
从 19 世纪中叶以后一直被动挨打的局面，迅速成为称霸东亚的主要国家; 反观中
国，不但没有能够抓住洋务运动这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扭转颓势，反而被有类似
历史传统、在与欧美列强较量中明显处于劣势的日本击败，几乎彻底坠入国家发
展的深渊。
( 三) 《点石斋画报》的办刊宗旨与晚清的社会文化需求
《点石斋画报》的创刊词以及清末社会文化状况也许是理解画报在面对这样令人
绝望的世纪困局时，竟然能够采取前文那种超然、消遣的方式来描绘战争、观看失
败的有价值的切入点。
《申报》创始人美查在发刊词中曾经对于 《点石斋画报》的定位有过专门论述:

“……其好事者绘为战捷之图，市井购观，恣为谈助，于以知风气使然，不仅新闻，
即画报亦从此可类推矣。”［22］显然，提供谈资是 《点石斋画报》的核心定位。通过提
供谈资，报社获取利润而读者得到消遣。此时的石印画报还没有如后来画报那样强
调诸如社会责任等方面的使命。这一点被瓦格纳的研究部分地佐证: “从新闻到娱乐
性故事的转化正是 《点石斋画报》报导的标准特征。”［23］故事对于当时的 《点石斋画
报》而言是核心要素: 无论是图画，还是画面中的文字，无不是要结合文图的优势，
讲述故事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能够引发读者兴趣的故事是画报所期望刊登的，
至于这些故事的真实性则不是画报特别在意的方面。
当大众媒体意在提供谈资、以消费为宗旨时，自然会避免与任何利益相关方产

生交集，而是倾向于置身事外、选择一种超然的旁观者视角来观看并呈现事件。这
种立场使得图像制作者 ( 画师、摄影者) 更可能采取第三者视角来观察、描绘冲突，
其结果是冲突双方被同时描绘在同一画面中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这与只有一方 ( 无
论中方还是日方) 出现在画面中所体现出观察者位置存在明显的差异。后一种情况
因为观察者与冲突双方的某一方持相同立场 ( 例如中方或日方摄影记者) ，甚至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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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方成员 ( 例如中方或日方军方宣传人员) ，而在主客观两方面都不太可能给予冲突

双方同样的关照 ( 主观上敌视对方、同情支持本方，客观上也无法获得同等观察双
方的机会) 。这一点在对两种画报上有关中日军事冲突的图像展开的内容分析也能够
见出一二。

表 1 中日军事冲突图像对当事双方的表征［24］

《点石斋画报》
n = 33

《良友》
n = 16

中方或日方单独出现的页数及在各自画报相关

图像中其所占百分比

15 11

45. 5% 68. 8%

中日双方同时出现的页数及其在各自画报相关

图像中所占百分比

15 1

45. 5% 6. 2%

其他情况* 的页数及其在各自画报相关图像中

所占百分比

3 4

9. 1% 25%

* “其他情况”指出现非中日的其他国家人物形象或者无人物形象出现。

比较表 1 数据可以发现: 描绘中日军事冲突的图像中，《点石斋画报》上同时出
现中日双方的比例 ( 45. 5% ) 比 《良友》 ( 6. 2% ) 多得多; 而中日单独出现在画面
中的情况中， 《良友》的比例 ( 占 68. 8%，11 页) 则比 《点石斋画报》 ( 45. 5%，
15 页) 多。《良友》上唯一一幅中日同时出现的图像是讽喻时局的漫画 ( 其中将中
日双方分别描绘为母鸡和耗子［25］) ，这与其他有关图像基本都是照片的情形明显

不同。
另一方面，李孝悌在评价 《点石斋画报》与上海都市文化的关系时认为: “以

《点石斋》而论，1880 年代，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上层思想的激烈变化，并没有
在城市通俗文化中产生深刻的影响。除了一些新兴的 ‘奇技淫巧’和少数介绍西方
女性地位的图片外，《点石斋》基本上还停留在一个没有除魅的前现代世界。城市的
外观和新式器物，固然将上海一步步导入现代国际社会，但在心态上，《点石斋》呈
现的仍是一幅魔幻、诡奇的乡野图像。”［26］在这里，我们可以将 “乡野图像”理解为
与 “现代城市图像”比较而言相对保守、未开化、正待启蒙的类型。类似甲午战争
这样对民族、对国家产生影响的重大国际新闻不仅超越了画报读者的想象范畴，也
超越了画师的想象范畴。人们对于世界的想象主要的仍然以家庭、乡村为主要单位，
人与事均在这样的框架范围基础上展开。普通读者还没有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的身
份认同，当然无法也不能站在现代国家的高度去关注战争。因此，这类图像所描绘
的内容无论是身边的，还是远方的新闻，都会被纳入这种前现代的乡野风格之中，

即便像战争这样伤亡惨重、影响深远的重大新闻也会按照一种传统的、戏剧化的方
式被描绘、叙述，成为眼界有限的读者谈论、消费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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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国画报战争图像展示的国家神话

甲午战争过去 30 多年以后，中日两国再次兵戎相见于中国东北: 1931 年九一八
事变爆发。随后双方摩擦、冲突不断，直到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
华战争，两国从此走向历时 8 年的全面战争。此时，满清的天下已经改朝换代到了
中华民国，而日本则从明治时代经过大正时代进入昭和时代。中国画报的形态也从
石印为主演进为以铜锌版、影写版为主。1926 年创刊的 《良友》画报为代表的摄影
画报对这些军事冲突的报道和再现是否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了变化? 带着这个问

题，我们不妨对这些战争图像展开进一步研究。
( 一) 事实的报道 V. S. 诗意的召唤
九一八事变后在伪满出版发行的 《满洲日报》采用了一种纪实的报道策略。图

4 是 1931 年 10 月 20 日 《满洲日报》第一版对事变所作的报道。画面主要内容是火
车站台上挤满的密密麻麻的人，既有军人，也有百姓，左上角是一列火车。画面上
方一行大字: “图说满洲事变”，右下角文字说明非常简短: “下达行动命令。”画面
与文字都有非常具体的所指: 人的行动。而这些人的行动则是九一八事变的实际内
容: 日军采取行动占领东三省，东北军坐视不管，东北民众的生活饱受战火影

响……

图 4 满洲事变 ( 九一八事变) ［27］ 图 5 号角吹响的时候［28］

与 《满洲日报》不同，《良友》选择了一种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报道方式。从
第 62 期开始，当期即用连续三整页表达国难当头的焦虑与急迫心情。前两页分别是
南宋将领岳飞手迹 “还我河山”和一副漫画，［29］第 3 页则是一幅标题为 《还我河山》
的照片，拍摄了吉林风光，其中没有可以辨认的人的形象。时任主编梁得所在第 62
期编后语中如是说: “此次日本暴行发生时，……唯有一点我们预料———而且希望不
出我们所料的———人民同赴国难的热诚，有增无减。”［30］可见，此时画报的目标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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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报道事实，还要传递一种情绪、表达对读者的期望。这种期望不仅靠文字来表达，
也要通过画面的形式来传递。 《良友》画报的中日冲突报道中，这是一种常见的手
法。类似情况在 《良友》报道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的内容中占 31. 5%。［31］这种报
道方式既不同于同期的伪满新闻出版物，也明显区别于以往的石印画报。《良友》的
战争图像从一开始便带有强烈的主体意识，试图利用战争图像来影响、召唤读者。
《良友》第 64 期第 1 页即刊登着上海青年义勇军第一区总指挥陈昺德 ( 图 5)
的大幅照片。画面中青年将领陈昺德正在行军礼，目光坚定、表情肃穆。陈的面部
和手几乎占满整个画面，其身后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旗虽然大部分被遮挡，但基本

还能够辨认，并且与陈军帽上的青天白日徽遥相呼应。
照片的标题是 《号角吹响的时候》，画面上有饱含理想与诗意的文字如下。
正义的号角吹响了，是青年准备的时候。仰望的心期待着，期待责任使命的来

临。一旦责任说道: “你应该去。”青年回答: “我必定去。”［32］

这些文字与图像的重点不在于提供具体的信息，而是要文图结合地创造出一种

义无反顾、共赴国难的氛围，期望青年在 “责任” “使命”的感召下投身抗日。用
阿尔都塞 ( Louis Pierre Althusser ) 的术语即国家机器对于个体的 “召唤”
( interpellation) 。
“号角”“心”和 “责任”是这段文字的关键概念。这些概念与照片背景中的青
天白日旗、军帽上的青天白日徽两相呼应，明确传达了编辑的一片苦心: 国民政府
代表的中华民族 ( 国家 /民族) 吹响号角，与各种潜在对象对话。

表 2 《良友》战争图像召唤功能的主客体分析

召唤的主体 1 召唤的主体 2 召唤的对象

国家 /民族［33］ 画报 ( 大众媒体)

陈昺德

青年

读者

国家 /民族招呼的对象就是这里的 “心”———青年的 “心”，青年响应民族 /国
家的号召，回答 “我必定去。”从图像上分析召唤的对象，最直接的，当然是陈昺
德。陈的眼神、表情、姿态明确地表达了响应召唤的决心。从文字上看，召唤的对
象不仅是陈昺德，而是泛指的 “青年”。文字部分要青年来响应国家、民族的召唤。
如果画报的读者在看到这些文字与图像的时候热血沸腾，感同身受，在精神或者行

动上回应召唤，积极支持、参与抗日，那么，可以说画报的读者成为被召唤的第三
类对象。
画报希望这种文图结合的传播方式能够感化读者，召唤青年，形成举国上下、

同仇敌忾、抗日救国的洪流。无论是陈昺德、青年，还是读者，在响应国家 /民族召
唤的过程中都在想象的层面上与自己的民族、国家产生彼此认同，确认自己作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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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民族这个抽象集合体的成员身份，从而将国家、民族的兴亡与个人安危关联起来。
实际上，早在中日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大众媒体就已经有意识地通过对战争的

报道和再现建构民族身份认同。以 《太阳》为例，日本大众媒体尝试使用新闻照片
推动平民向 “国民”的转化。日本学者红野谦介认为: “为了这一场战争 ( 指甲午
战争，笔者注) ，明治政府将迄今为止纳入在平民范畴之内的人，改而划到了 ‘国
民’概念之下，以政策的方式推进作为国民共同体的文化统和。但是，‘国民国家’
并非仅凭当权者的方针便能够成立的。必须经过一个被指定为 ‘国民’的过程，必
然会有一个发生于各个层次的无数事件造成龟裂与不和，并将这龟裂与不和推向一

个不可视领域的过程。并且在着手建立 ‘国民’主体之际，可以认为在感性、美学、
欲望、视线的行为这些前意识领域里也发生过改组。”［34］实际上，民国时期中国画报
也赋予战争图像以这种建构民族身份认同的使命，通过视觉表征的方式建构民族国
家的神话。
( 二) 战争图像中的民族神话

这里的 “神话” ( myth ) 是一个符号学概念。特伦斯·霍克斯 ( Terence
Hawkes) 将它定义为 “一个社会构造出来以维持和证实自身的存在的各种意象和信
仰的复杂系统: 即它的 ‘意义’系统的结构。”［35］符号学理论认为，神话出现在两级
意指 ( signification) 过程中: 特定的能指 ( signifier) 与一级所指 ( signified) 结合
生成一级符号，此后这个一级符号会成为新的能指与二级所指结合生成二级符
号。［36］一级符号生成以后进一步获取新的能指，成为二级符号的过程就是生成神话
的过程。罗兰·巴特 ( Ｒoland Barthes) 认为，可以将完成第一级图像意指作用生成
的符号看作 “外延” ( denotation) 。通过此过程，图像能指因为与它的所指 ( 画面中
的景物、人物及其关系) 联系起来而变得 “完满”。而将完成第二级意指作用生成
的符号看作 “内涵” ( connotation) 。［37］符号只有在完成两级意指，也就是被神话化以
后，才能超越其外延 ( 字面、画面或者其他形式) 的含义，获得其抽象的内涵，所
谓 “言外之意” ( 或这里针对战争图像而言的 “画外之意”) 。
对 《点石斋画报》和 《良友》上三次有关中日军事冲突图像的表征方式进行内

容分析发现 ( 见表 3) : 《点石斋画报》对于甲午战争的描绘中没有在图像符号层面
追求超越其外延的尝试 ( 该类图像数量为零) 。而 《良友》虽然有关图像包含抽象
内涵的页码数量在所有相关页码中也不占多数 ( 31. 25% ) ，但是与 《点石斋画报》
相比已有明显增加。不仅如此，这些图像还以其迥异的表征以及引人注目的编辑手
法 ( 几乎所有这类图像都以单幅图像放大到整页篇幅出现在画报前三页，详见下文
分析) 让 《良友》对中日军事冲突的报道带有显而易见的 “画外之意”。

1937 年 7 月的第 130 期是 《良友》在抗战爆发以后出版的第一期，也是在上海
出版的最后一期。［38］图 6 是第 130 期上报道七七事变的第 1 页，画面中的主要内容是
一位背对镜头、全副武装的士兵站在石狮旁边。士兵背对拍摄者，画面中看不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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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部，也无法确认其身份。画面略向右倾斜，石狮位于画面左上方，引人注目。照
片上方有压图标题 《芦 ( 卢) 沟桥事件》，标题下方小字说明 “保卫芦 ( 卢) 沟桥
之我二十九军战士”。［39］照片下方用中英文报道了卢沟桥事件大致经过以及当时
局势。

表 3 图像是否包含两级意指作用后的抽象内涵

《点石斋画报》
n = 33

《良友》
n = 16

不包含抽象内涵的页码数量及其在各自画报所

占百分比

33 11

100% 68. 75%

包含抽象内涵的页码数量及其在各自画报所占

百分比

0 5

0% 31. 5%

图 6 芦沟桥事件［40］

从生成神话的角度来看，图 6 的能指是 “一位全副武装的战士站在石狮旁边”，
其所指分别是 “二十九军某战士”和 “卢沟桥的石狮”，它们的结合生成的一级符
号所要传递的就是照片说明文字的大意 “二十九军战士保卫卢沟桥”。而一级符号需
要经过新的意指环节才成为二级符号。
战士的身份不清晰、显眼的石狮……这些被展示在画面中的因素都使得图 6 更

有条件在一级符号的基础上进一步与其他所指结合，获得更多、更大的内涵。正如
日本学者在评论战争图像的生成时所说: “……在时间上空间上何处是战场的最前
线、最富于戏剧性的瞬间何时到访完全是不透明的。”［41］摄影记者只能从有限的视点
去观看、拍摄战争，图片编辑只能选择有限的图片来报道、还原战争。前提是读者
具备特定知识素养: 对特定抽象符号所包含的超越当下时空的内涵的背景知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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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就是石狮以及卢沟桥的石狮作为符号所必需的积累: 有学者考证，狮子的形象

早在公元 4 世纪就步佛教的后尘传入中国……被采用为佛教寺庙的守卫石像……［42］

而卢沟桥及其上面的石狮则有更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43］在此文化语境中，卢沟
桥的石狮作为象征性的符号，可以指代中国或者中华民族。看不到面部，身份不清
晰的二十九军战士因为无法与具体个体有效关联，反而有可能成为代表 “中国军人”
的符号。在此基础上，图 6 的内容能够与国家 /民族的概念产生关联，它所传递的意
义也就从 “二十九军战士保卫卢沟桥”被极大地拓展，上升成为 “ ( 中国军人) 保
卫中国”的神话。
( 三) 在史料中寻求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

除了在图像的符号层面创造神话来召唤读者，《良友》还将目光转向过去，通过
不同方式在史料中寻求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资源。
图 7 刊登在 《良友》第 62 期第 1 页，影印了南宋抗金将领岳飞的笔迹。虽然南

宋时期宋金之间的矛盾在性质上与几百年以后的中日矛盾并不一样，但是画报试图

从历史维度上寻求抗日的正义性却是显而易见的。通过这种方式，画报试图明确
“河山”的历史归属，反证出日本霸占东三省的罪行，为寻求国家领土主权完整找到
依据。“还我河山”四个字的所指也因时局而与历史不同，当时的 “我”指代 “中
华民族”，而 “河山”则指代 “东三省”甚至 “全中国”。

图 7 还我河山［44］ 图 8 旧事重提［45］

同样是针对九一八事变的报道中，《良友》第 63 期第 11 页影印了甲午时期 《点
石斋画报》上有关中日甲午战争的时事画 ( 见图 8) ，旧事重提，意在提醒读者以史
为鉴，勿忘国耻。
“本页各图，为光绪二十年之 《点石斋画报》之时事画，甚有历史价值。今昔
比较，见暴日野心数十年如一日。国难日亟，甲午惨剧重现目前。夫后之视今，亦
犹今之视昔，国人当如何造成光荣之历史，供后世读史者之回忆乎!”［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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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在一页中分别呈现了 “大同江记战”“鸭绿江战胜图”“严鞫倭奸”“倭奴
无礼”等 4 幅图画及其说明文字。虽然清末 《点石斋画报》对于甲午战争的报道存
在夸张、失实的问题，但在此处并不妨碍其内容成为一种警醒世人的手段。历史记
忆是民族认同的主要来源，画报在眼前中日危机中重提 30 多年前的旧事，为国人万
众一心、同仇敌忾寻求历史依据。
类似 《良友》这样直接复制其他媒体的原文原图来回顾历史的方式在近代画报，

甚至近代传媒上并不多见。它创造了一种将过去的战争图像纳入新的意指系统的策
略，让历史上的传媒图像因为其曾经被刊登、被阅读这个事实成为在新的语境下获
得被重新阐释、重新理解的契机。晚清的石印战争图像在民国摄影画报上获得了新
的内涵，从而有助于这些画报上民族神话的生成与传播。

结语

综上可以看出，《良友》并未将读者仅仅视为消费者，而是将读者、自己 ( 大
众媒体) 和国家民族视为一个共同体中的成员: 在这个共同体中，无论是贩夫走卒，

还是商贾政客; 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乡村野老; 无论是高层领袖，还是下层百
姓……都成为这个共同体中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组成部分，自然也都与这个共同
体同呼吸共命运。而这个共同体就是作为所有中国人想象中的归宿，也是作为现代
民族 /国家而存在的 “中华民族”。
因为每个主体均是身在其中的一份子，所以画报采取一种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

编辑方针来面对读者，言语间从不避讳自己对读者抱有殷切的期望，希望自己能够
对休戚与共的读者诸君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些都与晚清石印画报中将战争描述为一
种遥远的、事不关己的、仅供消遣的故事的风格形成巨大的反差。
同样面对中日两国的民族矛盾，同样是敌强我弱的战争态势，同样是中国大都

市商业化大众媒体的 《点石斋画报》和 《良友》，都采用图像作为主要的信息载体，
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图像表征方式来再现冲突。这一前一后的两种不同表征也是中
国视觉文化逐渐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不同发展阶段的表现，它既体现也推动了中国社
会的现代化进程。
晚清到民国不同时期画报上有关中日军事冲突的图像为读者提供观看、想象战

争的平台与手段，画报上的战争图像对于战争的再现方式也在变化: 从更注重内容
的故事性和场面的宏大向通过图像生成民族神话的方向逐渐转变。同时，战争图像
的定位也从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谈资逐渐转变为召唤教育民众的手段。相应的，战
争图像的读者也在不知不觉中从臣民逐渐向公民转变，个人与国家民族的关系也逐
渐从 “天高皇帝远”的疏离状态逐渐转变为 “荣辱与共、休戚相关”的密切关系。

20 世纪 30 年代，《良友》利用包括图像在内的各种符号建构神话，将一些看似
没有关联的内涵赋予特定的图像符号，并且使之看上去不突兀，接受起来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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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在不知不觉中强化读者对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接受。难怪有学者指出: “神话化
的最终目的不是化平淡为神奇，而是相反，化神奇为平淡。”［47］如果读者在阅读 《良
友》画报相关中日战争内容的时候，认同画报的立场，感受到国家命运与个人命运
不能分离并为日本一步步侵占中国领土而悲痛、焦虑，继而奋起反抗……那么，《良
友》在唤起大众团结一致抗日救国这个问题上就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同时，大众也
在这个过程中不知不觉发展、清晰、坚定了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使读者从一个与
民族国家关系疏远前现代社会的臣民转变成为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担当、有责任
感的现代社会的公民。正如 《良友》第四任主编马国亮所言: “我们报道抗战……
最大目的还是为唤起全国人民对暴日侵我的救亡意念，同仇敌忾，为保家卫国各尽

所能。”［48］如果说 《点石斋画报》上的战争图像是一种乡野的、前现代的视觉文化，
那么 《良友》画报给读者呈现的则完全是另一番前所未有的现代世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清末民初画报研究” ( 项目编号: 10CXW002) 的阶

段性成果。
作者: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博士

四川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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